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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中的组织管理思想探究 

吴照云 姜拾荣
1
 

【摘 要】：在中国文化中，家庭（族）管理，即“齐家”，不仅是重要的管理内容，而且是其他组织管理的基

础，为“治国”“平天下”等其他组织管理提供方略。曾国藩家书是组织管理思想的重要文献，它有完善的思想体

系，注重沟通的方法和协调的艺术。其“立志”思想对于明确组织目标及规划达成目标的路径，以“智”治人思想

对于克服组织效益低下，人在器先思想对于人才的识别和使用，孝友传家思想对于组织的迭代传承等，都有独到的

见地。梳理曾国藩家书中的组织管理思想，可以助力通过发掘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来发展中国特色的组织管理理论，

也可以为解决当下组织管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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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主流管理理论中，组织是指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按一定规则和程序而设置的多层次岗位及其有相应人员隶属关系的权责

角色结构。
[1](P36)

对于家庭是否算是组织，西方管理理论鲜有论及。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曾指出：“早在 60年前，我就

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

一开始只将注意力放在企业。”[2](P48)可见，尽管组织是管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有经典的定义，但对其内涵并没有形成统

一的认识。在中国文化中，家庭（族）管理，即“齐家”，不仅是重要的管理内容，而且是其他组织管理的基础，为“治国”“平

天下”等其他组织管理提供方略。 

晚清名臣曾国藩以“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3](P39)为志向，以“经世致用”为管理实施路径，以“立己达人”

为体认实践方法，其“管理半径”从妻子、兄弟、子女、家族起步，由内向外逐步延展到乡党、军队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组织，

把家庭管理的观念和方法推广到治军治国，其本人从普通士子成为位极人臣的士林翘楚。曾国藩的一生堪称管理实践的一生，

他认为自我管理是一切管理的起点，而家庭管理则是一切组织管理的起点。 

曾国藩组织管理思想集中体现在曾国藩家书中。曾国藩家书包括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1840）点翰林到达北京写回家的第

一份家书开始，直至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十七日最后一封家书，“总共存世有一千四百五十九封家书”[3](P1)，其通信对象从

祖父星冈公曾玉屏到次子曾纪鸿四代共十余人。这部家书是曾国藩一生管理实践的真实记述，不仅再现了曾国藩管理实践的真

实场景，同时忠实记录了曾国藩面对实践问题时的内心考量和心路历程，从侧面体现其管理思想从萌发、完善、成熟到自成体

系的完整过程。本文系统梳理曾国藩家书中的组织管理思想，以期通过发掘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组织管理理

论，并且为当下组织管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二、君子之立志，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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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的难点之一是明确目标及规划达成目标的路径。组织无论大小，其目标必须明确而清晰，否则一旦失却了努力的

方向，奋斗就会变得漫无目的，既无法形成合力更无法最终实现目标。曾国藩的立志及达成志向的做法值得借鉴，他认为确定

目标对成事是至关重要的。从曾国藩家书中可以看到，曾国藩把个人、家庭、宗族和军队等各类组织确定的奋斗目标都统称为

“立志”。他在家书中写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3](P39)

曾国藩立志做圣贤，这个目标十分宏大，然而又是清晰而具体的，其圣贤的实践路径蕴含组织管理之精要。 

（一）把个人之志升级成家族（组织）的使命 

曾国藩家书包括给长辈祖父母的、父母亲的、伯叔的，也有给妻子、兄弟及子侄的，事无巨细，亲情备至。曾国藩在道光

二十年（1842）二月初九“禀父母”信中写道：“信来，须将本房及各亲戚家附载详明，堂上各老人须一一分叙，以烦琐为贵。”
[3](P2)

在曾国藩家书中篇幅最大、内容最多的就是“与诸弟书”。家书中尽是对诸弟的关心和帮助，友爱之情溢于言表，并且在书信

中常有自我检讨的语句。这些书信加强了兄弟间的亲情，开阔了兄弟们的视野，使他们提升了认知。从奉旨组建团练到打下南

京的这个过程，家书成了他联系家族亲情，组建兄弟同盟、协调战线进退的工具。组织的协同作为一门艺术在此间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体现，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家书来完成的。曾国荃作为曾国藩最为倚重的兄弟，其缺点和优点一样明显，以军功奠定晋升

的基础注定其在为人处事上不如曾国藩得体圆润，曾国藩却总能做到“友”字当先，谆谆教导，化解一个个危机，并最终取得

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曾国藩依托家书完成了兄弟荣辱一体、共同进退的组织协同，并最终取得了不世之功。曾国藩用“孝悌”

来维系他这个大家庭内部的和睦、团结和稳定，让曾家兄弟子侄，退可以自守、进可以干禄，能有一个牢靠的立身和退让之地，

在宦海浮沉中能够互相照应、互相提携，结成一种势力，抱成一团，共呼吸、共荣辱，同进退、同命运。[4]总之，曾国藩通过家

书把整个家族的思想统一到和谐相处与发展振兴这个最高使命上来，整个家族为之不懈努力。 

（二）把宏伟大志分解成若干小志 

把目标变成现实除了不懈的努力之外，切实可行的策略和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上志向远大却没能实现的人最终会落

下“志大才疏”的评价。曾国藩对如何实现大志有独到的见解，他将大志逐步细分，并把这种细分法称为“剖析”。“剖析者，

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

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5](P290)任如何麻烦之事、深奥之理，都经不

得这样一剖再剖。越剖得细便越看得清楚了，一旦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则治理之方、应对之策也便相应出来了。把大志

剖成小块逐一实现，曾国藩不仅自己是这么干的，家书中教兄弟们也要这么干。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诸弟”信中写道：

“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切不可贪大求全一无所

得。”
[3](P36)

 

（三）志贵有恒 

凡事确定了方向，继之以持之以恒的努力和改进才有成功的可能，这期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坚持。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持

之以恒的坚持和韧性是帮助他渡过各个难关的重要法宝。曾国藩家书中多处阐述过自己对持之以恒重要性的认识，同治元年四

月初四他在“谕纪泽”信中就曾写道：“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 

曾国藩一生中给自己设定过大大小小的目标，无不在持之以恒中有所成效，并有所心得。曾国藩不仅在自己人生四次极度

艰难的时候靠着这股刚性和韧劲挺过去，同时也把这个方法教给自己的兄弟。同治六年正月初二“致沅弟”曾国荃信中写道：

“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盖打脱牙之时，惟有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6](P1317)同治六年三月十二日“致沅弟”

信中写道：“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

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

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
[6](P1330)

关于怎么熬过人生的低谷，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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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有一句名言：“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话也支撑着曾国藩和他的家族，渡过了一个个重要的难关。他在同治五年十二月

十八日夜“致沅弟”信中写道：“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

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

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弟此次郭军之败三县之失，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

而已。”[6](P1309)曾国藩不仅自己这样熬过难关，并在家书中毫不隐讳地自曝其辱来帮助弟弟认清形势、摆正位置、形成组织协同，

从而挺过难关。 

咸丰初年，朝廷在江南任命了四十三个团练大臣，论才干，个个都是中流砥柱，但除曾国藩之外，其余都是把团练局限在

“保境安民”的小圈子范围内，只有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奏请“建大团”“建水师”，占领江面，攻打江宁。可见，立志造就的

远见卓识决定其必成就伟业。 

三、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 

组织管理的难点之二是克服效益低下。组织的目标是成事，用最少的资源高效地成事，但是组织是多个个体为了实现共同

的目标而组成的整体，个体的差异决定着整体效率最大化的难度。如何能客观准确地判断形势、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争取个

体间差异的最优协同，从而少走弯路，做到既定环境下有限资源效益最大化呢？曾国藩把组织管理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的原因归

结到一点——“智不足也”。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八月初三日“谕纪泽”信中写道：“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3](P409)曾国

藩所指的“智”显然不仅仅是简单理解为智慧，在曾国藩家书陆续展开的论述中，可见曾国藩所说的“智”至少包括两个主要

方面的内容：知行和方法。 

曾国藩在认知论上，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家格物致知的思想，同时受到宋明理学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思想的影响。道光二

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诸弟”信中写道：“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意、

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

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

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

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3](P40)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系统阐述了何为格物和致知，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所谓“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就是通过自己亲身实践

来提高认识水平，“体认”是经验、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方法论是曾国藩认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经》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7](P708)这个“则”就是指事物的规

律，如果能掌握一类事物的规律，面对这类事物的问题就能找出对应的方法迎刃而解。在曾国藩家书中随处可见曾国藩结合自

己的学识体认总结出的经验方法，并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诸弟和子侄，内容涉及写字、作文、识人、用人、筹饷、养生等，覆盖

面极广，几乎只要一遇到问题，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就是先找出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诸弟”信中写道：“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
[3](P34)

道光

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致诸弟”信中写道：“作文当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作为如火如荼之文，将来庶有成就。”[3](P87)咸丰

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谕纪泽”信中写道：“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缺一不可。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

趣。”[3](P406)同治九年六月初四“谕纪泽”信中写道：“传家之法一凭孝友，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

克俭所致。则衰也，则反是。”[6](P1370)可见，切己体察是曾国藩结合自己的学问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摸索方法再提高认识的重要

方法，并且通过家书教授给组织的其他成员，以期形成更大的合力和更为优秀的传承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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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 

组织管理的难点之三是组织成员在管理中的识别和使用。曾国藩在同治六年正月初二“致沅弟”信中写道：“与四十岁以

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图强，站得住；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6](P1317)“立”“达”

在曾国藩管理思想中就是致行成事，成事就必须得依靠人，而且是得力能干的人。曾国藩在给左中棠的信中感慨：“无兵不足

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8](P69)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

他还针对如何发现、造就人才总结出八个字：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曾国藩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物。他在晚年与左宗棠已有十年不相往来，但左宗棠给曾国藩的挽联却是：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9](P294)

可见，曾国藩在鉴人和用人方面确实有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坊间流传的《冰鉴》

据说就是后人托名曾国藩而传世的，其内容就是系统地介绍鉴人与用人。同样，在曾国藩家书中我们也能还原曾国藩部分关于

人才的思想和理论。 

（一）把人放在第一位 

曾国藩注重体认和实践，随着组织的延伸和战线不断的扩展，他更加感受到得力之人的重要性，在具体实践中始终把人才

问题放在第一位，并把这一心得告知在前方领兵打仗的沅弟。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和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沅弟”信中分

别写道：“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6](P869)“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3](P359) 

曾国藩对人才重要性的认识由来已久，并且把这一观点通过奏折的方式提交给刚刚登基的咸丰帝，希望借此得到皇帝对人

才的重视，从而最终完成自己“效法前贤、澄清天下”的大志。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曾国藩给刚刚登基尚未改年号的咸丰帝

上了一份关于“天下如何用吏”的《应诏陈言疏》，其中奏道：“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

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10](P147)

重点指出当时官吏之弊病，并进一步提出人才的缺乏将是国家发展之患。该奏疏体现出曾国藩的担当和远见卓识，其敏锐的洞

察力和预见力为其日后大有一番作为奠定了基础。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沅弟”信中写道：“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

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6](P1066)在曾国藩看来，人才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才干，就是个人能力，一

个是见识。才干取自于历练，而见识得之于学问、阅历和天赋智慧。二者比较而言，才干诚然难得，而见识高明更为难能可贵。 

（二）发现和造就人才 

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是“知”的层面，发现、造就和使用人才属于“行”的层面。曾国藩注重体认和实践，指出知行合一

方可至臻至善。关于人才的“知与行”在曾国藩一生管理实践中尤其显得突出，郭嵩焘为曾国藩作墓志铭，说他“以美化教育

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俞樾云：“文正公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11](P132)曾国藩善于广揽

贤才、以为己用。 

曾国藩在《求阙斋日记类抄·问学》中以培植、宏奖人才自诩，文中写道：“君子有三乐，以‘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

其一乐。”[12](P25)曾国藩一开始组建湘军时就召集一批与他同样有坚定理念的士子儒生为湘军主将，这些人都能恪守孔孟之道，

讲气节、重行谊。创建安庆内军械所时，专业技术人才缺乏。他亲自走访各地，通过当地有名望的人以及官员举荐的方式招收

有一定科技基础的优秀人才，徐寿、华衡芳、李善兰、容闳等人，“或精于机栝，或精于数理”，因而被选中，这对于推行制

造西洋船炮的计划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驱动人才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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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重视人才是见识，发现造就人才是学问，那么使用人才就是一门艺术。曾国藩在人才的问题上始终做到知行合一，

不仅重视而且力行，在人才的甄别、选拔、培养和使用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曾国藩幕府人才“极一时之盛”。聚集

在大营帐内、总督幕府和待幕而入的候补官员、能人士子数百人之多，其中不乏时下正需的军事、文书、厘金、军饷、法律、

算学、天文、机器、洋务等方面的专家。薛福成把这些人才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是为曾国藩“治军事、涉危难、遇事赞画者”，

有李鸿章、郭嵩焘、刘蓉等；第二类是以它事从曾国藩，“邂近入幕，或骤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有左宗棠、

彭玉麟、李鹤章、李瀚章等；第三类是“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识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有吴敏树、

吴嘉宾、张裕钊、俞樾等；第四类是“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

有冯俊光、程国熙、陈文坦等。薛福成共录了 83人，大体完备，但有遗漏。[13](P203) 

“术业专攻、人尽其才、因人而用”是曾国藩在人才使用上的基本原则。在大原则框架下局部调整的灵活运用，又是曾国

藩的长人之处。这里略举两个例子。一是任人唯亲错用李元度，咸丰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和九月二十三日“致沅弟”信中分别写

道：“次青（李元度）于十五日酉刻城陷时，闻实已出城，至今尚无下落，必殉难矣，哀哉此人!吾用之违其才也。”[3](P577)“次

青十六日回祁，仅与余相见一次。 

闻其精神尚好，志气尚，将来或可有为，然实非带勇之才。弟军中诸将有骄气否？弟日内默省，傲气少平得几分否？天下

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有才无德者，不没其才，稍

远其人。”[3](P587)二是用其才远其人的黄冕，同治元年六月初十“致沅弟”信中写道：“许惇诗有才而名声太坏。南坡（黄冕）

专好用名望素考之人，如前用湖南胡听泉、彭器之、李茂斋，皆为人所指目，即与裕时卿、金眉生交契，亦殊非正人行径。弟

与南坡至好，不可不知其所短。余用周弢甫，亦系许、金之流，近日两奉寄谕查询，亦因名望太劣之故毁誉悠悠之口，本难尽

信，然君子爱惜声名，常存冰渊惴惴之心，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多，不能不慎修以远罪吾兄弟于有才而无德者，亦当

不没其长，而稍远其人。”
[6](P841)

 

五、一无所恃，孝友传家 

组织管理的难点之四是组织的迭代与传承。迭代是自然发展的必然规律，无可回避。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无论王朝的更

迭还是名门望族的兴衰都无法逃避大浪淘沙般的时间洗礼，兴亡勃忽之间的智慧对组织迭代传承的启示亦显得尤为重要。 

曾国藩家族向上可追溯至孔夫子的高徒“宗圣”曾参，但曾国藩却是家族中五百年来的第一个被点了翰林的举人，成了整

个家族命运的转折点。如何把家族高质量地传承得尽可能久远，这个念头几乎伴随着曾国藩出人头地那一天起，直至其生命的

结束。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致诸弟”信中写道：“前立志作曾氏家训一部，曾与九弟详细道及。后因采择经

史，若非经史烂熟胸中，则割裂零碎，毫无线索；至于采择诸子各家之言，尤为浩繁，虽抄数百卷犹不能尽收。”[3](P47)那时，

曾国藩成为京城小吏仅仅十个月，尚租住城郊没有站稳脚跟，心里就迫不及待地和诸弟畅想家族未来的传承。自曾国藩病逝于

两江总督任上至今一百多年，曾家后人共出有名望之人多达 240 多人。虽未有能超出曾国藩成就的，但没有一个纨绔子弟、不

肖子孙。这与曾国藩一脉相承的家风、家训是离不开的。曾国藩家书中关于家族传承的核心观点乃一无所恃、孝友传家，这对

组织迭代与传承颇有启示。 

（一）一无所恃，耕读为本 

湖南双峰荷叶镇的曾国藩故居富厚堂中厅悬挂了一块牌匾，题曰：八本堂。溯其源流，曾国藩首提“八本”是在咸丰十年

闰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在“致澄弟”曾国潢信中再次对“八本”向家中诸弟做了一次系统的阐述：

“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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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并在信中指出：“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

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3](P653) 

借用王阳明的天地一问“何为天下第一等事”的范式，试问何为“家族传承”的第一等事？这对于管理学中的组织传承也

具有同样的启示意义。在世代更迭中稳健并有意义地活着就是传承的第一等事。曾国藩家书中的“总不失为上等人家”一言便

是对“家族传承”第一等事的诠释，“八本”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路径和方法，悬挂于祖宅大堂则是时刻提醒家族中的每

一个人谨记“八本”之言。 

家族传承的根本还是需要落在具体人的身上，而对家族成员提出的要求则是：“退而可耕以自养、进而能读达天下。”进

一步阐释其意为：即便在极端条件下也具备动手能力，只要有地就能获得起码的生存，甚至“耕”的意义可进一步扩展为各种

手艺和动手的生存能力，属于“行”的范畴；如果极端条件得以改善则谋求发展，通过“读”来实现，“读”的意义可进一步

扩展为一切认知和获取认知的方法和途径，属于“知”的范畴。可见，曾国藩的管理思想也受到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影响，

耕读传家就是知行合一在组织传承中的重要实践。 

知易行难的道理告诉我们，明白道理很简单，去具体践行和坚持却很难，为什么会这样呢？曾国藩的家训和家书中揭示了

其中的秘密：因为有所依靠！父辈们积累的权力、事业、金钱和人脉，而这些往往是败家的根本。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曾

国藩在“致沅弟”信中写道：“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3](P587)治惰、治傲的

根本在于没有任何依靠，就是“一无所恃”。“不蓄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所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

知谋所以自立矣。” 

（二）孝友传家，十世而往 

家是最小国，国是家天下。家族亲情是中华民族的根，正是这个根维系着中华民族的传承，家族亲情不仅是民族的凝聚力，

也是组织联系的纽带。《礼记》中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14](P126)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曾国藩在“致欧阳

夫人”信中写道：“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6](P1338)在体用定位上来看，曾国藩把家视为体，把官视为用。 

关于孝友传家，曾国藩在家书中有明确的观点。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诸弟”信中写道：“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

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趲，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

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界，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

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
[3](P187)

可

见，让家族长久地传承是曾国藩家族管理思想中重要的内容。 

湘乡曾氏一族自曾国藩起迄今已经繁衍至第八代，并出了 240 余位杰出的人物，其中为官者甚少，多数在教育、科学领域

有所建树，最难能可贵的是后人当中极少听闻有不肖的。曾氏家族打破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魔咒，家族组织得到了高质

量的延续，其秘诀就是孝友传家。 

为什么认为家族乃至各类组织的传承都可以借“孝友”加以维系呢？这是因为：一是孝悌，是建立和维系家族秩序的根本。

在儒家文化看来，世间万物中的天理是一致的。孝悌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家族组织秩序的根本法则，同时也是衡量

一个人品质的根本标准。在隋朝正式官阶制度定型以前，官员是通过“举孝廉”来推选产生的，可见孝悌在中国的道德文化评

价体系中有多重的分量。家国治理是通过法律和道德两条线的约束作用得以实现，最终中国传统的理想社会就是：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敦亲睦邻。 

二是友善，是打通外部组织的钥匙。孝友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小雅·六月》：“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7](P376)

宋朝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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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郊社朱兄除郎东归》诗：“宦游虽晚何妨久，饿显从来不必高，孝友父兄家法在，想能清白遗儿曹。”[15](卷三十六)从上述文献

著述可见，孝友是中华民族家族传承中的一项重要传统，这种人际交往原则也扩展至族亲、乡党和其他更广泛的组织及成员，

曾国藩家书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孝友”内容的竟达数百封之多。 

三是“忠”，是组织力量的源泉。在儒家文化的价值观看来，忠孝是不可分离的，忠于国家是孝的延伸，是至孝。“忠”

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忠”的认知和践行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忠诚于自己的内心；对外，忠诚于天道。

并且，彼此两个方面相互映照：真正忠诚于自己内心的思想才是纯粹的，由此发生的行为才会做到和坚持；对外忠诚于天道则

可以修正对内忠诚可能存在的认知偏差，便于不断修正认识与实践中的问题并取得更好的结果。 

六、结语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个体价值实现的路径，其中有着一以贯之的逻辑。在家国治理中

夫妻家庭是最小的组织单位，由两个独立个体组成的夫妻是治理组织中的最基本单元，由此叠加组合成大家庭、宗族、乡党、

社会组织、国家。曾国藩一生的管理实践都是针对“人”这个对象展开和演绎的。对人性的认知、管理和完善贯穿于他整个人

生实践中，曾国藩用“立己达人”的方法，遵循“经世致用”的路径，沿着自我、夫妻、家族、乡党、军队、社会的组织路径

依次递进，实践并自我修正地完成了他一生宏大的管理实践。曾国藩家书是其组织管理思想的重要文献，具有完善的思想体系，

注重沟通的方法和协调的艺术，让整个家族步调一致，实现了合理分工和最大化的协同，并较好地解决了世代传承的问题。本

文对此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并将之与现代组织管理的四大难点相互观照和分析，以期为组织理论发展和组织管理实践提供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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